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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文本：概念、功能和符号学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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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然文本是生态符号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宽定义文本概念的细化和拓展。较之

于生物文本，自然文本的传播、记忆和意义生产功能都有所不同。此外，自然文本研究具有三重符号学维度：符义

学维度、符形学维度和符用学维度，它在生态符号学研究中的作用也因为这三重维度而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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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世纪６０年代末，西比奥克提出动物符号学
的一 整 套 理 论，并 对 乌 克 斯 库 尔 （Ｊａｃｏｂ　ｖｏｎ
Ｕｅｘｋｕｌｌ）的“环境界”（Ｕｍｗｅｌｔ）概念进行“重新发
现”以来，西方符号学界就开始了向生命符号学的整
体转向。然而，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生命
研究的重要领域，却直到上个世纪末才得以出现。

１９９６年，诺特（Ｗｉｎｆｒｅｄ　Ｎｏｔｈ）提出了“生态符号学”
（ｅｃｏ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的概念。它与库尔所提出的“符号生
态学”（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ｅｃｏｌｏｇｙ）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后来，
为了术语的统一，库尔将“符号生态学”改为“生态符
号学”，并将其定义为“探讨人类和他所在的生态系
统之间的符号关系”［１］的学科。可见，对自然之于人
类的意义问题的探讨，是生态符号学研究的核心。
而自然文本（ｎａｔｕｒｅ－ｔｅｘｔ），这一从塔尔图－莫斯科
学派学派的宽定义文本概念延伸而来的术语，则成
为了生态符号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本文将从这一概
念的源流和定义出发，对它的功能和符号学维度进
行较为详细的论述。
一、自然文本的概念：缘起和定义
当人们谈到文本一词时，往往倾向于将其当作

文学作品来进行理解，但事实上，不管是从它的本意

“织就之物”而言，还是从当代符号学对它的普遍理
解，即“合一的表意单元”［２］４１而言，它都意味着是接
收者对一个完整意义的承认和理解。洛特曼认为：
“一个文本有开端、结尾和确定的内部组织。按照定
义，每个文本的内部均有其固有的内部结构。”［３］这
个定义强调了文本的时间性（开端和结尾），以及特
定的结构性（即，它是一个符号组合），这和赵毅衡提
出的“符号文本”定义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只要
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就是符号文本：１．一些符号被组
织进一个符号组合中。２．此符号链可以被接收者理
解为具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２］４３应当说，后
一个定义更为细致和准确，它将意义的解释权让渡
到文本接收者一方，因此使得文本有了更大的开放
性。这也和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
乌斯宾斯基（Ｂｏｒｉｓ　Ｕｓｐｅｎｓｋｉｊｉ）所说的文本是“任何
可以被解释之物”［４］更为贴近。
既然文本是文化符号学研究的基本单位，那么

文化对自然的映现也就决定了，自然在文化的视角
下是被文本化的。这里所说的文本化，并不仅仅从
文学或艺术的角度而言，而是将自然（中的一部分）
作为合一的意义单元来进行理解。库尔认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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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影响的结果，人类环境界中的自然可以分为一
度、二度和三度的自然；我们认为的外在于环境界的
自然，可以被称为零度自然（ｚｅｒｏ　ｎａｔｕｒｅ）。零度自
然是自然本身（如，绝对的荒野）。一度自然（ｆｉｒｓｔ
ｎａｔｕｒｅ）是我们所看到、认出、描述和解释的自然。
二度自然（ｓｅｃｏ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是我们从物质上解释的自
然，是从物质上翻译的自然，即，被改变了的自然，被
生产出来的自然。三度自然（ｔｈｉｒｄ　ｎａｔｕｒｅ）是头脑
中的自然，存在于艺术和科学中。”［５］库尔指出，这四
重自然之间的意义累积、生产和流变，是生态符号学
研究的着力点。正是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蒂莫·
马伦（Ｔｉｍｏ　Ｍａｒａｎ）提出了自然文本的概念。
自然是“文本化的自然”，这个看法在马伦提出

的定义中得到了反映。他认为：“除了讲述自然、指
向自然的书面文本之外，它还包括描述自然环境本
身的部分，为了功能关系，自然环境肯定至少在种程
度上是具有文化性的，或者可以被文本化的。我将
把这种在这两者之间的意义关系中形成的单元称之

为自然文本。”［６］对于如何将作为意义单元的自然环
境（即自然文本）作为生态符号学的研究对象，符号
学界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以诺特为代表的生
物生态符号学研究者们，他们主要考察的是生态群
落中各种生物体之间的意义关系；二是以库尔为代
表的文化生态符号学研究者们，他们主要考察的是
这种意义单元和人类的意义关系，尤其是和文化的
意义关系。马伦采取的是与文化生态符号学一致的
立场，即，将自然文本视为经过语言调节的文本，它
不一定是直接用语言来描述的，但在人类的认知、和
人类的意义关系中，是以语言为基础的。马伦指出，
自然书写当然是最为典型的自然文本，然而，被人们
作为意义单元的自然环境（如爱沙尼亚文化中常见
的半自然的自然群落，和海滨草坪、树植草坪等），也
属于自然文本的范畴。如果我们把后者理解为有意
义的符号组合，那么，对这种文本化的自然的考察就
可以解释某一文化对自然、对具体的自然物的态度，
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自然的意义是如何经由人类的实

践活动而调节变化的，这对于生态符号学的宗旨，
即，研究自然之于人的角色和两者之间的沟通，无疑
是极具意义的。
除了表现自然的文学艺术作品之外的自然文

本，即，被我们作为整体来理解的、自然的意义单元，
它本身的发送者是不一定存在的，在很多情况下是
我们所说的“无发送符号”［７］，意义的产生主要在于
作为解释者的人如何加以理解。从这一点上，我们

可以看到“自然文本”的概念和乌斯宾斯基的“文本”
概念的扣合，即，文本是被解释出来的。“自然文本”
也具有时间性（如，同一个自然文本在历时上的意义
和结构变化），而且，自然文本的结构性（如，自然物
构成要素之间的位置关系）是生态符号学研究的一
个重点：这些特性则是与洛特曼和赵毅衡的文本概
念贴合的。由此我们可以说，自然文本是一个理论
准备较为充分、兼具理论延续性和突破性的子学科
概念。
二、自然文本的功能
在对洛特曼文本概念的进一步拓展中，库尔提

出了“生物文本”（ｂｉｏｔｅｘｔ）的理论。库尔指出：符号
是不能单独被解释的，它必须依靠其他的符号才能
得以理解，而这个较之于符号的更大组合，就是文
本。这和细胞的情形是一样的———在生命体中，细
胞也需要依靠其他的细胞才能生存并发挥作用。细
胞之间的信息交换即符号过程，它不是由单个的细
胞完成的，而是由多个细胞进行的：这种多细胞的组
合，可以称之为生物文本。这是一个生物符号学的
基本概念———当然，库尔自己也承认，这个概念无法
将单细胞动物包含在内［８］。但这并不是我们要讨论
的重点：在这里，本文将“生物文本”和“自然文本”的
概念相并置，是为了通过比较的方式，来阐述自然文
本所具有的功能。
洛特曼认为，文本是“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携

带者”［９］。这里说到的完整功能包括三种：一是传播
功能，即传播已经完成的信息；二是记忆功能，即将
信息进行传承，即使在文本被遗忘或边缘化的情况
下，也可以保持能被“激活”的沉睡状态；三是创造功
能，即产生新的信息。生物文本属于纯粹“自然”的
范畴，它研究的是生物体的“内符号过程”（ｅｎ－
ｄｏｓｅｍｉｏｓｉｓ）如何生成信息意义，它的功能和自然文
本这一经由语言过滤、通过文化来映现的基本意义
单位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生物文本”和“自然文本”都具有传播的

功能，即对已经具备的意义进行传递。在这个传递
过程中，文本的信息都是通过符码来进行传播的，这
也就意味着，符码与另一种符码的转换之间，是具有
边界的。在生物文本中，基本的边界是细胞壁和细
胞类型，信息经过不同的生化反应，而转变成不同的
符码，从而完成生物翻译（ｂｉ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维持生命
体的系统调节和功能运转。这个传播过程，尽管不
是完全机械式的，但对符码的转换和解释是有着固
定形式的，一旦文本的接收方———另一个机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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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进行“误读”，信息就会无法传递到位或是产生
错误，就会带来生命体的机能障碍；这种障碍在大多
数情况下都会引起疾病或者死亡，而在极少数情况
下则会引发变异。相形之下，自然文本在进行传播
时，它首先要经过的边界是自然语，即人类必须通过
语言的认知（也就是语言的双重分节功能）来对自然
界进行划分，使它从原本模糊不清的状态成为清晰
的、可以彼此区别的对象体系。因此，人类对自然文
本的认识必然是经过语言过滤的，作为符号组合的
自然文本，它其中包含的所指分节是由能指分节决
定的。
人类语言尽管覆盖了全域，但各种语言的能指

和所指划分差异很大，因此，同一个自然文本在不同
语言文化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对这一方面的研
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民族语言学（ｅｔｈｎｏｌｉｎｇｕｉｓ－
ｔｉｃｓ）相关的，它关注的是某一民族语言对自然环境
的系统分节是如何生产了意义特殊的文本。比如，
达悟族（也称雅美族）对兰屿周围海域中的鱼类有一
种独特的能指所指划分，即，老人鱼／女人鱼／男人
鱼，而这种划分又折射出达悟文化中对老人／女性／
男性的不同社会文化地位。因此，作为自然文本的
这一海域，它包含的符号对象和传播的意义关系，对
于具有这种双重分节认知的达悟文化和不具有这种

分节的其他文化而言，是相当不同的。
其次，在记忆功能上，生物文本和自然文本也有

很大的差异。尽管已经有不少生物符号学家已经指
出，生物文本具有记忆功能，但是，库尔认为：“生命
体继承了独有的模式和符码，就几个特征而言，这些
模式和符码可以回溯到数十亿年之前，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它们是有记忆的。但是，这种记忆是没有时
间性，或者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时间性的。我们可
以将生物记忆中的叙述作为某种发展序列，就像是
短篇故事一样，但它们从来没有达到过书本的历史
叙述的长度，人们可以从这些书中读到种族发展史，
或是人类和文化的历史。”［５］也就是说，尽管生物文
本可以记载生命体内部符号过程，由此建立生命体
以后行为的意义机制（如条件反射），或者通过遗传
序列，实现ＤＮＡ的传承功能，但却无法确切地对自
身的发展历史进行记录，无法解读的、被“误读”和遗
忘的文本信息不能像文化文本那样进入“沉睡”状
态，等待合适的语境出现，被重新“激活”。
相反，自然文本具有长期记忆的能力，因而可以

将自身的意义传递下去。比如，对某一地区的自然
环境与文化的相互影响研究，就是这种记忆功能的

体现。在这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当属赛义夫
的论文《自然与文化的相互拟态：从生态与文化的元
形态再现视角出发》。作者对埃及文化中的视觉表
达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这些视觉表达体现了埃及的
生态环境和文化的结构类同性［１０］。这就和洛特曼
所秉持的观点，即文本与文化具有结构上的类同性，
是一致的。而这种基本结构上的类同性，是文本得
以传承的根本原因。此外，由于自然文本包含了作
为意义单元的环境本身和表现它的书写文本这两种

形态，就算作为自然文本的某个实在的环境受到了
破坏甚至覆灭，但只要表现它的书写文本还在，在适
当的语境下，它的文本意义仍然有可能被“激活”，甚
至导致实在的文本的复兴。例如，在环境保护、生态
旅游的语境盛行的今天，不少已经废弃的或被毁自
然村落又按照书面文本所记载的样式和形态得以创

造性的重建。
最后，在意义的创造上，生物文本几乎不具备生

成新意义的功能，而自然文本则是意义的产生器。
生物文本传递的信息几乎是固定的，这是由其符码
的固定性所决定的；生命体的功能运转是以信息的
有效性和准确性为前提的，因此，它原则上是不应当
产生歧义的。但自然文本中的符号是多语性的，它
既包含了语言等离散性符号，也包含了图像等非离
散性符号，这种内部符号性质的不均衡就决定了文
本本身的多义性。另外，自然文本既然是经由语言
过滤的，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翻译转换时，也会产生
意义的变形和增加。再者，上文已经提到，自然文本
可以分为实在的自然文本和对其进行再现的书面自

然文本，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彼此影响，也会造成新
的意义生成。
综上所述，自然文本具有洛特曼所描述的文化

文本的三种功能特征，它属于广义的文化文本的范
畴，我们经由自然文本所体验、所认知的自然，不论
是哪种形式，都是文本化了的自然。
三、自然文本研究的符号学维度
美国著名符号学家莫里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Ｗ．

Ｍｏｒｒｉｓ）认为，符号学有三个基本的面向：符形学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ｓ）、符义学（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和符用学（ｐｒａｇ－
ｍａｔｉｃｓ）。符形学主要是总结符号形态上的共同规
律，它研究的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结构关系。符义
学关注的则是符号的意义问题，即意义的产生过程，
也就是意义的感知、接收和解释［１１］。而符用学关心
的，则是符号如何被使用，符号与接收者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从这三个不同的维度出发对自然文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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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其侧重点也各有差异。
在符形学的维度上进行的自然文本研究，它关

注的是在这个自然文本中，符号之间的结构构成和
形态、对自然对象的分类、以及自然文本在形态上的
符号修辞问题。民族语言学、民族植物学（ｅｔｈｎｏｔａ－
ｎｙ）的许多研究都和这个领域密切相关，它们尤其关
注各种自然语言是如何对自然环境（特别是局部的
自然环境）进行文字和图像的分类和再现的，这就是
对自然文本中符号的命名（ｎａｍｉｎｇ）和类别化（ｃａｔｅ－
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研究，它反映的是使用这一语言的人对
这一自然环境的基本认知。此外，实在的自然文本
和再现它的书面文本之间的同构性和相互拟态，也
是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尤其是再现性的自然
文本中使用的种种符号修辞手法，是对文化基本模
式的一种探索。比如，中国的传统山水画文本的身
体／人格隐喻修辞机制，就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
元语言结构不无关系。
当自然文本的研究在符义学的维度上展开时，

它主要考察的是，这一文本对人类而言意味着什么，
它的意义有些什么流变，以及这种流变是如何产生
的。对自然书写传统的追寻，对生态文学文本的细
读与剖析，以及对景观等自然文本的意义与影响研
究，都属于这一范畴。
自然文本研究的符用学维度，主要是针对实在

的自然文本（如某个区域的自然环境）进行的。一方
面，它探索的是人的行为对自然环境结构的影响，与

生态学研究结合得比较紧密；另一方面，它又反过来
考察自然文本对人类实际生活、对人类文化结构的
影响。例如，库尔等人就对爱沙尼亚的树植草坪进
行过考察，他们指出，人类对树植草坪的维护和管理
促进了这一自然文本中的物种的丰富性，使其成为
一个更为平衡和具有可持续性的生态系统。反过
来，树植草坪也成为了爱沙尼亚文化的一部分，它已
然成为爱沙尼亚自然传统的一个标志，对当地人看
待自然的方式产生着持久的影响，这在爱沙尼亚丰
富的自然书写和自然影像作品中都有所表现［１２］。
以上提到的这三个自然文本研究的符号学维度

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很多时候，它们相互交织，难
以区分。在此提出这三个基本的层次，只是为了在
理论上说明它们各自的侧重点和分析优势，使分析
者在具体的操作时具有较为清晰的理念，不易混淆。
自然文本的概念源于对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文

本观的承袭和拓展，通过将它的功能和生物文本的
功能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到自然文本应当是属于广
义文化文本的范畴，它是建立在人类语言的过滤之
上的，具有文化的性质，因此，它是文化符号生态学
的一个基本单位。通过对自然文本的符形学、符义
学和符号学维度的区分，它在各个领域内的适用性
得到了较为清楚的说明。自然文本这一生态符号学
的重要概念，将会在日益兴起的广义符号学研究中
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

参考文献：
［１］卡莱维·库尔，彭佳．新塔尔图研究：继承、融合与推进—卡莱维·库尔教授访谈［Ｊ］符号与传媒，２０１３（６）．
［２］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Ю Лотман．Избранныестатьи［Ｍ］．Таллин：Тартускийуниверситет，１９９２：８４－８５．
［４］Ｂｏｒｉｓ　Ｕｓｐｅｎｄｋｉｊｉ．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ｏｕｔｏｎ：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１９７３：６１０．
［５］Ｋａｌｅｖｉ　Ｋｕｌｌ．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ｅｃｏｌｏｇ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ｏｓｐｈｅｒｅ［Ｊ］．Ｓｉｇ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８（１）．
［６］Ｔｉｍｏ　Ｍａｒａｎ．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ｃｏ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ｔｅｘｔ［Ｊ］．Ｓｉｇ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７（１）．
［７］赵毅衡．符号过程的悖论及不完整变体［Ｊ］．符号与传媒，２０１０（１）．
［８］Ｋａｌｅｖｉ　Ｋｕｌｌ．Ａ　ｓｉｇｎ　ｉｓ　ｎｏｔ　ａｌｉｖｅ，ｂｕｔ　ａ　ｔｅｘｔ　ｉｓ［Ｊ］．Ｓｉｇ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２（１）．
［９］彭佳．另一种文本中心—回应尤里·洛特曼的文本观［Ｊ］．符号与传媒，２０１１（３）．
［１０］Ｆａｒｏｕｋ　Ｙ．Ｓｅｉｆ．Ｍｕｔｕａｌ　ｍｉｍｅｓｉ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Ｊ］．

Ｓｉｇ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０（１）．
［１１］皮特·特洛普．符号域：作为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对象［Ｊ］．符号与传媒，２０１３（６）．
［１２］Ｋａｌｅｖｉ　Ｋｕｌｌ，Ｔｏｏｍａｓ　Ｋｕｋｋ　＆Ａｌｅｋｓｅｉ　Ｌｏｔｍａｎ．Ｗｈｅ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ｅｄ　ｍｅａｄｏｗ［Ｇ］／／

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ａｒｈｕｓ：Ａａｒｈｕ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７６－９６．

·５２１·


